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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认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区域的差异，是合理平衡资源与环境发展关系，实现节能

减排的重要前提条件。运用 SBM /超效率 SBM模型，通过对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和
动态变动进行测度，可以深入分析省区差异、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绿色经济效率
年均值为 0. 706，从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倒 U型演化过程。虽然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东
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但省区间的差异性有所下降，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条件 β 收敛性。研
究期内效率水平改善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1996—
2010年全国范围内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FDI、结
构因素、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时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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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这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生
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各省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存在地域差异，因此在
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下，正确认识和充分分析各省区经济效率的发展历史和演化过程，则是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关于我国区域经济效率及其特征的研究有所突破。Hu 和 Wang( 2006) 测算了我国各

省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TFEE) 。涂正革( 2008) 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环境技术效率，衡量了环境与
工业增长的协调性，认为区域间环境工业协调性极其不平衡。杨龙、胡晓珍( 2010 ) 提出了绿色经
济效率概念，以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测度绿色经济效率，并分析了区域差异和收敛性。钱争鸣
等( 2013) 首次详细阐述了绿色经济效率的内涵，并分析了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
Liu等( 2013) 运用非期望产出的 SBM模型测度了绿色能源效率。在上述研究中，非参数 DEA方法
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测度经济效率的主要方法，不少学者在考虑资源环境因素时对 DEA模型进行了
拓展( Zhou et al．，2008) 。但在经济效率的评价方面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无法比较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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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于 1 的有效单元之间的效率高低;二是所测得的经济效率多为静态的，只适合于各省区间的横
向比较，不利于从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引入超效率模型，通过重新计
算有效单元之间的生产前沿，使它们之间的效率评比成为可能。然而，传统的超效率模型并没有考
虑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情形，为此我们借鉴 Li Hong等( 2012) 的方法，将非期望产出放入超效率 SBM
模型中，以解决资源约束和非期望产出下有效单元之间的效率比较问题。我们通过借鉴 Malmquist
指数的计算及建模分析法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基于产出 /投入导向的 Malmquist指数及 ML指数都
忽视了投入与产出的松弛变量，均需要在成本最小化或者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下对测度的对象进行

选择，而现有基于松弛变量的 Malmquist指数却存在没有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缺陷。为此，将非
期望产出的 SBM /超效率 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构造出绿色Malmquist指数，以分析资
源环境因素下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动。
沿用钱争鸣等( 2013) 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界定，本文研究的主要工作有: 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

的 SBM /超效率 SBM模型，测度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并通过分解绿色 Malmquist指数，寻求影响
效率动态变动的来源;研究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通过建模与数据整理，对各省区绿色

经济效率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建模与分析方法

假设每个省区是一个生产决策单元( DMU) ，每个省区都有 m种投入元素( 包括资源类投入和
非资源类投入) 、s1 种期望产出和 s2 种非期望产出，用向量可表示成 x∈ Ｒm ，yg ∈ Ｒs1 及 yb ∈ Ｒs2。
定义矩阵 X、Yg 、Yb 如下: X =［x1，…，xn］∈ Ｒm×n ，Yg =［yg

1，…，y
g
n］∈ Ｒs1×n ，Yb =［yb

1，…，y
b
n］∈

Ｒs2×n ，其中，xi ＞ 0，yg
i ＞ 0，yb

i ＞ 0。于是，构造出如下测度绿色经济效率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环
境技术集合 P = { ( x，yg，yb ) | x≥ Xλ，yg ≤ Ygλ，yb ≥ Ybλ，λ≥ 0} ，其中 λ是权重向量，若其和为
1 表示生产技术为规模报酬可变的( VＲS) ，否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的( CＲS) 。
(一)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的测算模型

分别构造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模型( 模型 1) 和超效率 SBM模型( 模型 2) ，它们都是非线性
规划问题，可以通过 Charnes和 Cooper( 1978) 的方法转换线性规划问题。
依照 Tone( 2004) 提出的方法，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模型可写成:

ρ* = min
1 － 1

m∑
m

i = 1

s －i
xi0

1 + 1
s1 + s2
(∑

s1

r = 1

sgr
yg
r0

+∑
s2

r = 1

sbr
yb
r0

)

( 1)

s． t．

x0 = Xλ + s－，

yg
0 = Ygλ － sg

yb
0 = Ybλ + sb

s －≥ 0，sg ≥ 0，sb ≥ 0，λ≥ 0













其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量; λ是权重向量。目标函数 ρ* 关于 s －，sg，sb是严格递减的，并
且 0≤ ρ* ≤1。对于特定的被评价单元，当且仅当 ρ* = 1，即 s － = 0，sg = 0，sb = 0时是有效率的。如
果 ρ* ＜ 1，则说明被评价单元是无效率的，存在投入产出上改进的必要。
将非期望产出放入超效率 SBM模型中得到生产可能性集合，即环境技术为:

珔P = P \ ( x0，y0 ) = { ( 珋x，珋y
g，珋yb ) | 珋x≥ ∑

n

j = 1，≠0
λ j xj，珋y

g ≤ ∑
n

j = 1，≠0
λ j y

g
j，珋y

b ≥ ∑
n

j = 1，≠0
λ j y

b
j，珋y

g ≥ 0，λ≥ 0} ，

·111·

第 1 期 钱争鸣等: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则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如下:

τ* = min

1
m∑

m

i = 1

珋xi

xi0

1
s1 + s2
(∑

s1

r = 1

珋yg
r

yg
r0

+∑
s2

r = 1

珋yb
r

yb
r0

)

( 2)

s． t．

珋x≥ ∑
n

j = 1，≠0
λ j xj，

珋yg ≤ ∑
n

j = 1，≠0
λ j y

g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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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 1，≠0
λ j y

b
j，

珋x≥ x0，珋y
g ≤ 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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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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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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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λ是权重向量。目标函数 τ* 的值一定不小于 1，且 τ* 越大表明该单元越有效率。
(二)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分析模型
1．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
δC 和 δV 分别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的效率值。分别定义以 t期和 t + 1 期生产技

术为参照的绿色 Malmquist指数( GMI) ，如( 3) 式和( 4 ) 式。为避免因参照基准选择的任意性而造
成的差异，将( 3) ( 4 ) 两式的几何平均作为从 t 期到 t + 1 期的 GMI。δs( xt

0，y
t
0 ) 、δ

t( xs
0，y

s
0 ) 、δ

s( xs
0，

ys
0 ) 、δ

t( xt
0，y

t
0 ) 为获得 GMI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中前两项是当期的效率值，后两项是跨期的效率值。

GMIt( x
t，yt，xt+1，yt+1 ) =

δtC( x
t+1，yt+1 )

δtC( x
t，yt )

( 3)

GMIt+1( x
t，yt，xt+1，yt+1 ) =

δt +1C ( x
t+1，yt+1 )

δt +1C ( x
t，yt )

( 4)

GMI( xt，yt，xt+1，yt+1 ) = ( GMIt·GMIt+1 )
1 /2 ( 5)

以 s期生产技术为参照的 t期 DMU0 的跨期效率 δs( xt
0，y

t
0 ) 的测算模型:模型( 6) 和模型( 7) ，

它们均可以通过 Charnes和 Cooper( 1978) 的方法转换线性规划问题。

［非期望产出的 SBM］ δs( xt
0，y

t
0 ) = min

1 － 1
m∑

m

i = 1
φi

1 + 1
s1 + s2
(∑

s1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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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s2

r = 1
φb

r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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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φi )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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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λ j x

s
ij，

( 1 + φg
i ) y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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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λ 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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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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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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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λ 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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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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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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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δs( xt
0，y

t
0 ) = min

1 + 1
m∑

m

i = 1
φi

1 － 1
s1 +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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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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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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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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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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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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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MI的计算过程

借鉴求解 Malmquist指数的经验，首先采用排除原则①通过 SBM 模型求解上述 GMI 的四个基
本要素( Cooper W． W． et al．，2007) 。如果对应的线性规划问题不可行，那么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
的超效率 SBM模型( Tone，2002) 。这是因为超效率 SBM模型总是可行的，而且在任何规模报酬下
都存在有限的最小值。根据 Fare等( 1994) 对 Malmquist 指数的分解，GMI 指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
假定下可以分解成相对技术效率变化( EFFCH) 和技术进步( TECH) 两部分( 如公式( 8) ) 。在考虑
规模报酬的变化时，根据 Ｒay和 Delsi( 1997) ，规模报酬不变下的 GMI 指数可进一步分解成纯技术
效率变化( PECH) 、技术进步( TECH) 和规模效率变化( SECH) 三部分( 如公式( 9) 。

GMI( xt，yt，xt+1，yt+1 ) =
δt +1C ( x

t+1，yt+1 )

δtC( x
t，yt )

× δtC( x
t，yt )

δt +1C ( x
t，yt )

δtC( x
t+1，yt+1 )

δt +1C ( x
t+1，yt+1 )[ ]

1 /2

= EFFCH × TECH ( 8)

GMIC( x
t，yt，xt+1，yt+1 ) =

δt +1V ( x
t+1，yt+1 )

δtV( x
t，yt )

× δtV( x
t，yt )

δt +1V ( x
t，yt )

δtV( x
t+1，yt+1 )

δt +1V ( x
t+1，yt+1 )[ ]

1 /2

δtC( x
t+1，yt+1 /δtV( x

t+1，yt+1 )

δtC( x
t，yt ) /δtV( x

t，yt )

δt +1C ( x
t+1，yt+1 ) /δt +1V ( x

t+1，yt+1 )

δt +1C ( x
t，yt ) /δt +1V ( x

t，yt )[ ]
= TECH × PECH × SECH ( 9)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1986—2010 年我国 28 个省( 或自治区、直辖市) 的年度数据计算省际绿色经济效率
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 28 个省( 或自治区、直辖市) 是指除去重庆、海南和西藏( 部分数据缺
失) 后我国大陆境内的省( 或自治区、直辖市) 。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部分省( 或自治区、直辖市) 的统计年鉴。其中，
以当年就业人员总数( 其值为当年年末就业人数与上年年末就业人数之和的平均数) 作为劳动力

投入指标;以各省历年的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以各省历年能源消费总量折算成标准煤表示

资源投入指标;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 ( 1985 年的 CPI 指数为 100) 作为期望产出指标; 以工业废
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由于资本存量在统计年鉴中无法直接获取，因此根据 Hu 和 Kao ( 2007 ) 以及 Chien 和 Hu

·311·

第 1 期 钱争鸣等: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① 排除原则是指以( X，Y)
t 为生产技术参照评价某决策单元的效率时，将该决策单元( x0，y0 )

t 排除在评价集

合( X，Y) t 之外。



( 2007) 提出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 Kt = ( 1 － δ) Kt－1 + It ，其中 Kt 为 t期的资本存
量; It 为 t期的投资，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替代; Kt－1 为 t － 1 期的资本存量; δ为资本的折旧率;初
始资本存量、折旧率以及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计算均借鉴单豪杰( 2008) 的做法。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分别构造资源约束和环境代价下每一年生产前沿，从静态、动态
两个方面进行具体测算。静态分析是将每一年各省区的投入产出与该年的前沿面作比较，测算出
各省每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动态分析是将相邻两年的前沿面互作参照，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
究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动，并通过 GMI的分解寻求效率变动的来源。为清晰地分析绿色
经济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在时间上将样本时间划分为“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不同
的五年计划进行研究;在空间上，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差异。

1．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分析
各省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值越大表示效率水平越高。当效率值小于 1 时，表明该省区经济

缺乏效率，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当效率值大于等于 1 时，表明该省区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对有效的，
即该省区处于全国的生产前沿面上，不存在资源投入过多、污染物排放过度以及好产出生产不足的
情况，而此时的效率值越大则表示与所有相对有效率的省区相比，该省区仍具有较高的效率水平。
通过计算发现，CＲS和 VＲS两种情形的效率值很不相同，由于各省区的经济条件各异，因此选用规
模报酬可变( VＲS) 的生产技术约束更合理。
如表 1 所示，VＲS下全国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年平均值为 0. 706，以“九五”为转折点呈现先下

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九五”比“八五”的平均效率水平降低了 4. 47%，“十一五”比“十五”提高了
4. 61%。从分区域情况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年平均值分别为 0. 881、
0. 516 和 0. 636，表明东部的经济效率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从分时间段来看，东部和西部省

图 1 1985—2010 年东中西效率平均值的变化趋势

区的平均效率水平变动

与全国大致一致，以“九
五”为转折期，绿色经济
效率水平开始缓慢上升，

而在“十一五”期间有短
期下降; 中部省区则从

“八五”末期开始就进入
了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

提高阶段，在“九五”“十
五”期间效率水平有了显
著的提高，平均增幅为

12. 16% ( 见图 1) 。

表 1 1986—2010 年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五年计划平均值

区域 类别 1986—1990 年 1991—1995 年 1996—2000 年 2001—2005 年 2006—2010 年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VＲS

0． 765 0． 693 0． 662 0． 682 0． 714

0． 971 0． 917 0． 849 0． 821 0． 827

0． 557 0． 429 0． 449 0． 538 0． 579

0． 675 0． 633 0． 593 0． 605 0． 667

注: VＲS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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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分析
绿色经济效率测度了某个时间点上各省区与生产前沿之间的相对关系，是一种静态分析;而对

绿色 Malmquist指数( GMI) 的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用以研究每个省区与生产前沿面相对位置的变
动以及生产前沿面之间的变动。从表 2 可以看出，GMI在全国范围内以“九五”为转折点呈现先下
降后回升的趋势，年平均值为 0. 97，其中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0. 98、
1. 18 和 1. 21。分阶段来看，“八五”期间 GMI平均值比“七五”降低了 14. 13%;“九五”期间同期又
降低了 5. 1%，主要因为规模效率变化的提高( 107. 3% ) 而降低了下滑速度;“十五”和“十一五”期
间 GMI同期分别提高 10. 8%和 7. 1%，回升主要受惠于技术进步的提高( 10. 5% ) ，而由于纯技术
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恶化导致其回升速度逐渐减慢。

表 2 1986—2010 年我国各省区 GMI五年计划平均值及其分解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1986—1990 年

MGEI 1． 069 0. 994 0. 959 1. 010

TECH 0. 994 0. 949 0. 978 0. 975

PECH 1. 025 1. 098 1. 017 1. 041

SECH 1. 074 0. 962 0. 970 1. 010

1991—1995 年

MGEI 0. 918 0. 952 0. 937 0. 935

TECH 0. 989 0. 955 0. 934 0. 963

PECH 0. 994 1. 052 1. 029 1. 021

SECH 0. 953 0. 960 0. 988 0. 967

1996—2000 年

MGEI 0. 871 0. 865 0. 901 0. 879

TECH 0. 904 0. 915 0. 901 0. 908

PECH 1. 848 1. 040 1. 088 1. 368

SECH 1. 976 0. 957 0. 980 1. 365

2001—2005 年

MGEI 0. 965 0. 970 0. 908 0. 960

TECH 0. 999 0. 994 1. 009 0. 995

PECH 1. 009 1. 048 1. 078 1. 049

SECH 1. 015 1. 022 0. 961 1. 008

2006—2010 年

MGEI 1. 033 0. 991 0. 946 0. 998

TECH 1. 010 0. 931 0. 962 0. 974

PECH 1. 001 1. 028 1. 056 1. 024

SECH 1. 053 1. 059 0. 956 1. 030

分省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 GMI的年平均值分别为 0. 95、0. 93 和 0. 95。“九五”前，东部省
区效率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恶化，而中部和西部省区主要是因为技术进

步的负增长。从“九五”开始，各省区效率水平开始逐渐回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 7. 15%、2. 48%和 6. 59%，即东部省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提高最快，西部次之，中部最末。东部
省区效率水平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中部和西部省区虽然技术进

步有所提高，但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却出现恶化，从而导致回升速度较慢。一个很可能的原因
是中西部省区缺乏必要的资金扩大生产和污染治理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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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绿色经济效率的静态和动态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省区绿色经济效率水
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且在不同时间段内也呈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为研究这种时空差异的
变化，基于 Martin( 1996) 提出的收敛模型，分时段建立如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10) :

ln( geei，t / geei，t －1 ) = α + βlngeei，t －1 + φDit + εit ( 10)
其中，geei，t和 geei，t －1分别表示第 i个省区在 t期和 t － 1期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α是常数项，

ε是误差项。若回归系数 β ＜ 0，则表明各个省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随着时间会趋向于一个稳态
水平，即存在条件 β收敛。否则，不存在条件 β收敛。
控制变量 Dit 的选择具体如下: ( 1 ) 经济发展水平: 用人均 GDP 的对数( ln GDPN) 表示，人均

GDP 对数的平方也在回归方程中，主要用于验证绿色经济效率与人均 GDP 之间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 2) 结构因素:用第二产业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 INDSH) ，用资本与劳动
比率的对数( KL) 表示禀赋结构。通常第二产业比重越大，绿色经济效率越低。而禀赋结构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影响不确定。( 3) 外商直接投资( FDI) : FDI 的流入常常加强了产业的资源依赖性，而
通过技术外溢又能提高当地的生产和治污管理水平。虽然许多文献探讨了 FDI 的作用，但是对此
没有统一的结论。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FDI，预期影响不确定。( 4 ) 城市化水平
( UＲBAN) :相对于农村，城市的资源依赖性更加突出，而城市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水平
上又往往拥有技术优势。因而，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可能产生影响。选用非农业
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代表，预期影响不确定。( 5) 能源强度( EＲ) : 它是影响环境污染的
一个最直接因素，用能源消费总量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范围内，系数 β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

表示存在条件 β收敛。东部、西部和全国范围的收敛速度在 1996 年后比 1996 年以前有所降低，而
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较低的中部省区在 1996 年以后显著提高，表明其趋同性更快。通过分析控制变
量的具体数据，可以发现，在 1986—1996 年和 1996—2010 年两个时间段内，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在 1996 年前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倒 U型”关系，但
在 1996 年后的全国范围内，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了显著的“倒 U型”关系，而且人均
GDP 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绝对值均有减小的趋势。这在以一定程度上说明，在 1996 年以后，各
省区及全国范围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变动主要受到产业结构、资本结构以及能源强度的影响，而经
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地减弱。

表 3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

Model
1986—1996 年 1996—2010 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Lngeet－1

lnGDPN

lnGDPN2

FDI

－0. 322＊＊＊ －0. 353＊＊＊ －0. 604＊＊＊ －0. 349＊＊＊ －0. 268＊＊＊ －0. 548＊＊＊ －0. 201＊＊＊ －0. 300＊＊＊

( －4. 36) ( －4. 50) ( －7. 12) ( －8. 62) ( －3. 84) ( －5. 37) ( －2. 30) ( －6. 52)
－0. 617＊＊ －0. 368 －0. 516＊＊ －0. 514＊＊＊ 0. 195 1. 071 1. 410＊＊＊ 0. 411＊＊＊

( －2. 62) ( －0. 52) ( －2. 21) ( －3. 37) ( 0. 73) ( 1. 64) ( 3. 53) ( 2. 79)
0. 102＊＊ 0. 155 0. 139＊＊＊ 0. 110＊＊＊ －0. 015 －0. 181* －0. 250＊＊＊ －0. 056＊＊＊

( 2. 23) ( 1. 01) ( 2. 76) ( 3. 49) ( －0. 48) ( －1. 74) ( －3. 57)( －2. 70)

－0. 135 －4. 996＊＊＊ －1. 921＊＊ －0. 464 －0. 376 －3. 116 1. 817 －0. 505
( －0. 29) ( －3. 05) ( －1. 92) ( －1. 27) ( －0. 48) ( －1. 21) ( 0. 61) ( －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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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模型

Model
1986—1996 年 1996—2010 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INDSH

KL

UＲBAN

EＲ

常数项

0. 096 －0. 656* 0. 254 －0. 079 0. 565 1. 047 －1. 036* －0. 556*

( 0. 29) ( －1. 94) ( 1. 03) ( －0. 42) ( 1. 07) ( 1. 19) ( －1. 90) ( －1. 82)
0. 113 0. 712 0. 419＊＊ 0. 256 －0. 164 2. 307 5. 142＊＊＊ 0. 803*

( 0. 40) ( 1. 60) ( 2. 51) ( 1. 57) ( －0. 33) ( 1. 53) ( 3. 18) ( 1. 94)
－0. 379 1. 051 －0. 906＊＊ －0. 074 －0. 107 0. 721 1. 012 0. 301
( －0. 50) ( 0. 90) ( －2. 37) ( －0. 18) ( －0. 33) ( 0. 79) ( 1. 02) ( 1. 08)

0. 105 －0. 716＊＊ －0. 479＊＊＊ －0. 197* －0. 077* 0. 021 0. 089＊＊ 0. 034
( 0. 48) ( －2. 09) ( －5. 19) ( －1. 76) ( －2. 06) ( 0. 27) ( 2. 43) ( 1. 54)
0. 862＊＊＊ 0. 049 0. 255 0. 502＊＊＊ －0. 719 －2. 634＊＊ －2. 124＊＊＊ －0. 755＊＊＊

( 2. 75) ( 0. 06) ( 0. 93) ( 2. 73) ( －1. 49) ( －2. 39) ( －3. 17) ( －3. 06)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统计量的值; * ，＊＊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 0. 1，0. 05 和 0. 01 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1986—2010 年我国 28 个省区( 或自治区、直辖市) 的年度数据，测度了绿色经济效率
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状况，通过分析与计算我国省区绿色经济效率及绿色 Malmquist 指数，解决了
资源环境约束下有效单元之间的比较问题和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动分析问题。采用静动结合、
时空对比的方法展开研究，分析了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分解绿色 Malmquist 指
数，得到了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动态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深入分析了它的收敛特征。
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以“九五”为转折期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效率水平的改善主要依赖于规模效率的增长，由于初期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资

源和环境管制能有效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但随着节能减排成本的提高，规模

效率的优势便不复存在，技术进步才是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主要动力。东、中、西三大区域的
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西部又高于中部的特点。区域间的差异存在收敛性和趋
同性，但收敛速度在 1996 年前后存在差异。东部、西部和全国范围的收敛速度在 1996 年后比之前
有所降低，而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较低的中部省区在 1996 年以后显著提高，表明其趋同性更快。根
据实证结果，为促进各省区的绿色经济发水平与效率值的趋同，中部省区仍要以发展经济为重心，

东部省区需要进一步改善资源及有关能源的配置，而西部省区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状况，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本构成，以提高各自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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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Ｒ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of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QIAN Zheng-ming，LIU Xiao-chen
(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To obtai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i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 GE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our capacity to strike a good balance betwee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
ment and to materializ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stationary and dynamic levels
of GEE in China's various provinces by SBM and super SBM and carries ou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verg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ual average of China's GEE is 0． 706 and that its develop-
ment follows an inverted U-shape on the whole． Although among the three traditional regions there is a progressive decrease
in GEE，with the east being the highest，the west second highest and the middle the lowest，the GEE gaps between differ-
ent provinces have been narrowed owing to its character of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It is found that between 1996 and
2010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improvement of GEE; tha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GEE gradually decreased; that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FDI，structural factor，energy intensity and level of
urbanization on GEE var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and regions．

Key Words: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green Malmquist index，SBM /Super SBM，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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